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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区形成的再思考

◇张小虎

一、前 言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这一

区域的考古发现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文化

特质有重要意义。中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能够为回

答中华文明何以形成、何以延续提供重要线索。

中原地区（本文主要指中原文化区）一直被认为

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具有领先周围地区的中心地

位［1］，且这种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了历史时期。因

此，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不同划分方案中，中原

文化区都是核心文化区之一［2］。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

始质疑有关中原文化区的传统认知。段宏振认为史

前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孕育期，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才逐渐形成为中心［3］，李新伟质疑史前时期是否存

在一个统一的中原文化区［4］，许宏则认为中原中心

的形成是东西两大文化板块碰撞的结果，且这一格

局直到二里头文化时代才得以确立［5］，裴安平则否

定了史前时期中原的中心地位［6］。最近在总结了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后，王巍和赵辉也认为中原

中心确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7］。不同研究者对中原

文化区范围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分歧。这些认识反映

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复杂性，也说明对于中原文化区

有必要重新讨论。

通过考察现代中原地区及其周边更广阔地理空

间的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本文将初步分析中原

文化区最初的地理空间范围及形成过程。

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本文旨在从更广阔的地理-文化视角出发，历史

性地审视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按照目前狭义的

地理概念，中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冲积平

原和长江中游三大自然地理单元的交汇处（图一）。

黄土高原西到甘青交界处的乌鞘岭，南到秦岭、

崤山一线，东到太行山，北邻毛乌素沙地。高原内部

地形多样，差异较大，南部为海拔低、自然环境较为

优越的汾渭谷地，北部则是海拔高、较干旱的黄土地

貌和山地。整个高原内部又可细分为多个次一级的

地理单元。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则是由黄河及其支流共同塑

造的冲积平原，其范围东到黄海和渤海，南北两面与

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相连，中部则是以泰沂山系为

主的低山丘陵和其外围的冲积平原。总体上地势较

为低平，河流湖沼众多。

长江中游地区以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

平原）为中心，北界秦岭、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东

面为幕阜山、罗霄山脉，南面为南岭山系，西面为雪

图一 中原文化区的自然环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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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武陵山、巫山和大巴山等山脉，整体形似一个

不规则的盆地。根据地形差异，内部又可以划分为

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南阳盆地等多个次一级地理

单元［8］。

狭义的中原地区仅指今河南省，其地理环境具

有明显的过渡带的性质［9］，地处中国地貌第二、三阶

梯的过渡地带和黄河中下游的过渡带。中原地区内

部存在着诸多的地理界限，如西面有秦岭、崤山，西

南有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受这些地理界限的

影响，中原地区内部又可分为数个地理单元。其中，

西部三门峡地区属于黄土高原，中东部地区则属于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南部南阳盆地和驻马店、信阳地

区则分别属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总体上，中原

地区内部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并非单一的自然地理

单元。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原地区内部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下面将讨论文化

区系与自然环境的对应关系，以及中原文化区的最

初地理空间范围。

三、“中原”概念的演变及最初地理范围

在现代语境中，“中原”一词有多重含义。它既

可指行政区划单位河南省［10］，也可指文化地理概念

的中原文化区，或人文地理单元概念的河南地区。

“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是指原野或平原

之中，并无确切的地理指向。而在《左传》、《国语》

中，“中原”已经有了地理意义上的专门指向。两汉

时期，中原的这两种意义继续存在。直到东晋以后，

中原作为特定的文化地理概念逐渐流传开来［11］。郭

静云注意到了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复杂特殊之处，

认为中原最初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12］。词义演化的

历史表明中原最初是政治和文化地理的概念，后来

逐渐演变为有明确指向的地理单元概念。

考古学研究中，中原地区通常是指中原文化

区。目前关于中原文化区的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中原地区仅指河南全境。在此基础

上，许多研究者将关中、晋南、冀南等地区也纳入中

原的范围［13］，还有学者将海岱地区西部或全部划入

中原范围内［14］，更有学者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

北和冀西北地区［15］，以及甘肃东部、京津南部等［16］归

入广义的中原文化区。

本文涉及的几个文化区与自然地理单元的对应

关系如下。长江中游文化区对应长江中游地区，而

海岱文化区则对应黄河下游地区［17］，这两者都是文

化区系与自然地理单元基本重合。黄土高原情况则

相对复杂，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区划分方

案。如苏秉琦等划分出了以陕豫晋邻境地区（即中

原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8］，严文明

划分出了中原文化区和从中原文化区分离出去的甘

青区和雁北区［19］。这里引入了黄土高原文化区［20］的

概念来描述仰韶文化起源、扩散直至覆盖整个黄土

高原的现象和后续龙山时代南北文化的相似性。

从内部地理单元与文化谱系的关系来看，狭义

中原地区内的不同区域间始终存在一定差异。如汉

水中游南阳盆地［21］和驻马店、信阳地区相当长时间

内属于长江中游文化区系，豫东、豫北地区则受到了

海岱文化区较长时期的强烈影响，豫西三门峡地区

则属于西面的黄土高原文化系统。

只有郑洛地区的文化面貌相似性较高，文化谱

系相对完整、连续，这也是中华文明首先出现的地

区。该地区以嵩山为中心，还包括了许昌、平顶山地

区，南到漯河，北面包括焦作、新乡，东部包括了开

封、周口西部等，地理范围上，西北到太行山-崤山，

西南到伏牛山、桐柏山，北部和东部的自然界限不明

显，逐渐过渡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一区域可以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文化区，应该是中原文化

区的最初地理范围，也被有些学者称为郑洛地区［22］

或中原核心区［23］。简而言之，郑洛地区就是中原文

化区的最初地理范围。从历史进程来看，作为一个

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文化地理概念，中原文化区经

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地理范围具有阶段性变

化的特点。

除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影响文化发

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处于黄土高原、海岱地区、长

江中游这三大地理-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独特

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既是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发

生、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影响了该区域文化社会的发

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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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主要用郑洛地区界定的中原地区来讨论中

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

四、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及互动格局

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分布较为零星，

相距较远，尚难以看出这些遗存间有明显的互动

迹象。

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加速发

展。距今8000年前后，遗存逐渐增多，区域特点逐

渐显现。郑洛地区南部出现了贾湖一期文化［24］，长

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彭头山文化。稍后，各区域的考

古学文化迎来较大发展，黄土高原南部的渭水流域

出现老官台文化，郑洛地区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海岱

地区出现了后李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皂市下

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楠木园文化等多个

区域性文化［25］。其中，郑洛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分布

范围较大，发展水平较高，从陶器等因素来看，对周

边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26］。然而，由于发展速度较

慢，这一时期各区域的遗址较少，聚落人口增长有

限，不同文化区之间还存在着大范围的空白区，不同

区域文化的互相影响有限。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

一步发展，相互交流更加频繁，联系也更加紧密。其

中，在距今6000、5000、4000年前后，区域文化的互

动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距今6000年前后，黄土高原南部的仰韶文化进

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汾渭

谷地聚落众多，分布密集，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

区域社会开启了复杂化进程，出现了如灵宝西坡、高

陵杨官寨等区域中心聚落。伴随着区域文化的繁

荣，仰韶文化开始向外扩散，向东到达中原地区［27］，

向北到达内蒙古岱海、河套地区和冀西北地区［28］，向

西扩散至甘青交界地区，黄土高原中北部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开始了初步发展。

此时，海岱地区处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在北辛

文化基础上，大汶口文化聚落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扩

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仍延续了新石器时

代中期的多元状况，西南部分布着大溪文化，东北部

是油子岭文化，东南部则是堆子岭文化，北部南阳盆

地则是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29］。这些文化的彼此联

系较为密切。

与黄土高原相比，郑洛地区仰韶文化发展较为

缓慢，从考古工作较多的洛阳盆地来看，这一时期遗

址较少，且规模大多较小［30］。

考古学文化格局上，这一时期以黄土高原的仰

韶文化最活跃（图二）。一方面，黄土高原南部的汾

渭谷地（包括三门峡盆地）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

遗址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密集。郑洛地区考古学文

化发展相对缓慢，受到了西部仰韶文化的影响［31］，与

仰韶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可以归入大的仰韶文化系

统。另一方面，仰韶文化对外影响范围极广，南到达

长江北岸，东至苏鲁交界地带，东北到红山文化分布

区西辽河地区，都可见仰韶文化因素。仰韶文化在

与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互动中，其因素频繁出

现在这两个地区的边缘地带，而海岱地区和长江中

游地区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则较弱［32］。

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步入晚

期，各区域分化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区域类型［33］。

南北部的文化差异逐渐增大，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

的文化小区。除了晋南地区，豫西三门峡地区和关

中东部进入了低潮，遗址减少且规模缩小。黄土高

原中北部的渭河中上游、泾河流域、葫芦河流域则进

入了繁荣阶段，遗址明显增加，规模扩大［34］，甚至出

现了秦安大地湾、庆阳南佐等大型中心聚落。原属

仰韶文化扩散区的黄土高原北部也进入了繁荣期，

遗址增多，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石城址［35］。甘青地

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发展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

渐行渐远，逐渐独立为甘青文化区。这一时期，黄土

高原南部的汾渭谷地出现了面貌高度一致的庙底沟

二期文化，并在其晚期向东快速覆盖了整个洛阳盆

地［36］。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期开始向外扩

张，晚期时，豫东已普遍出现了大汶口文化聚落，形

成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37］，并进一步西进，影响到

郑洛地区乃至黄土高原东南部［38］。

最先出现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结束了长江

中游史前文化的多元局面，该地区首次出现了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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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考古学文化一体化。随后屈家岭文化加深了这

一进程，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屈家

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分化持续发展，城址

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将南

阳盆地及豫南信阳地区纳入长江中游文化圈。

仰韶文化晚期，郑洛地区的秦王寨文化［39］发展

迅速，遗址明显增多，规模扩大，并出现了巩义双槐

树、郑州大河村等中心聚落，还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

最早的史前城址西山城址，表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

速。但距今5000年后，区域文化发展进入低潮，遗

址有所减少［40］，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屈家岭文化和大

汶口文化因素［41］。

综上所述，距今5000年前后，各区域的文化互

动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图三）。黄土高原文化统一的

局面结束，内部出现分化，仰韶文化的影响力急剧下

降，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北

上成为显著特点。

由于处于黄土高原、海岱地区、长江中游三大文

化圈的夹缝地带，在仰韶文化衰落的情况下，郑洛地

区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从仰韶文化晚期开

始，大汶口文化逐步西进郑洛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晚

期，豫中、豫东南一带，以及洛阳盆地可见大量的大

汶口文化因素，若干地点还发现了典型大汶口文化

人群的墓葬，表明当时出现了大汶口文化居民大举

西迁的趋势［42］。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向北大举扩

张，占据了原属仰韶文化分布区的南阳盆地，其影响

更向北深入洛阳、郑州一线，甚至黄河沿岸［43］。在仰

韶文化晚期晚段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黄土高原

的文化向东扩张，其文化因素出现在洛阳盆地［44］。

由于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郑洛地区文化

的发展重心呈现东西来回移动的现象［45］。

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受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

化的强烈影响，郑洛地区与黄土高原文化面貌差异

增大，以至于出现了“秦王寨亚文化”的认识［46］。

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

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文化面貌虽比较多样，但

有趋于整合的迹象。整个高原文化都有鬲这一文化

因素，被归为鬲文化圈［47］。其中，黄土高原北部是老

虎山文化，南部的渭水中下游是客省庄文化，晋南地

区则是陶寺文化，豫西三门峡地区出现了混合型的

三里桥遗存［48］。稍晚阶段，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大举

南下，对陶寺文化造成了显著影响，甚至间接影响到

了郑洛地区［49］。

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史前时

代的顶峰。龙山文化遗址的数量超过了大汶口文化

遗址，也显著超过了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一时期，海

岱地区涌现出近十座城址，城的面积不太大，一般在

十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但鲁东南的尧王城和两城镇

城址规模较大，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水平。这一时期，海岱文化再次西进，对郑洛地区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50］。然而，从龙山时代晚期开

始，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逐渐进入了全面衰退阶

图二 距今6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图三 距今5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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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遗址明显减少［51］。

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处于后石家河文化时

期［52］，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趋势，遗址减少，

规模也普遍缩小。北部出现了许多中原地区的文化

因素［53］。

龙山时代晚期，郑洛地区分布着王湾三期文

化［54］，出现了数十座城址，如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

寨、平顶山蒲城店等。这些城址距离较近，规模相差

不大，延续时间都不太长，看不出明显的中心和主从

关系。这表明郑洛地区的人群冲突频繁，竞争激烈，

社会处于分化重组的动荡阶段。稍后，郑洛地区整

合形成了新砦期遗存，展露出了文明的曙光。

总体上，距今4000年前后，区域文化格局发生

了重大变化（图四）。前一阶段繁荣的黄河、长江两

大河中下游大部分区域先后衰落，只有郑洛地区稳

步发展，遗址数量、文化发展程度等明显高出周围区

域［55］，并且出现了向外发展的态势。

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受先前的屈家岭-石家河文

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早期文化的强烈影响［56］，此时

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原

文化差异显著，标志着郑洛地区彻底脱离了黄土高

原文化系统。

距今3800年前后，以早期王朝为标志的国家文

明时代开始。

这一时期，郑洛地区的洛阳盆地诞生了以二里

头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王朝。二里头文化最先出

现于嵩山南北地区，随后快速向周围扩张，向西进入

晋南和关中东部，向东到达商丘附近，向北到达沁河

西岸，向南到达豫中南地区，影响到达长江北岸，向

东南影响远及安徽淮河北岸一带［57］。由于其发达的

青铜文明远远领先周围同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

被称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58］。这一时

期，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属于二里头文化二里

头类型的分布范围，首次形成了文化面貌高度统一

的局面［59］，成长为独立、稳定的文化区。这也是文化

上的中原初步形成的时期［60］。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文化进入低潮。南部的

关中地区文化发展放缓，遗址稀少，文化面貌不甚清

晰［61］，晋南地区及关中东部逐渐被西进的二里头文

化覆盖。黄土高原北部也受到了郑洛地区的影响，

出现了少量二里头文化因素。

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依旧延续了龙山时代晚期

以来的衰退趋势，遗址的数量、分布范围，陶器的种

类和质量都不如龙山文化。但海岱地区仍对郑洛地

区有一定影响，二里头遗址出现了少量的岳石文化

因素，可能与“后羿代夏”有关［62］。

长江中游地区这一阶段遗址稀少，持续衰落。

该区域北部出现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表明二

里头文化开始向南扩张［63］。

文化格局上，郑洛地区开始全面超越周围地区，

确立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成为了中国境内乃至整

个东亚地区的文明高地，新石器时代满天星斗的多

元状况，逐渐走向月明星稀的“中原中心”的时代（图

五）。

商代是中原的中心地位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

国早期一体化进程的开启阶段。从二里岗上层文化

开始，商文化迅速向外扩张，分布范围空前扩大［64］。

具体而言，向北达山西晋中、河北保定以北地区，甚

至短暂控制张家口地区（蔚县）和晋北忻州地区；向

西在稳定控制关中东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影响到周

原一带；向东已到达鲁北济南附近，影响到了潍河以

西的淄潍流域，东南到达鲁西南济宁一线；向南跨过

长江到达湖南岳阳-石门一带，向西南扩张至陕西商

洛东龙山一带，东南可能到达苏北盐城一带，几近海

边，影响远达江西赣江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需要

图四 距今4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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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商王朝将山东大部纳入控制范围，首次完

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统一。晚商时期，商王

朝在西、南方向显著后退，但对山东的控制则进一步

增强。通过政治及军事等手段，商王朝极大地扩展

了疆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空前广阔。这不仅打破

了史前时期的多元文化格局，确立了统一的核心文

化，也标志着早期文化一体化进程开启，初步确立了

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65］，为后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五、中原崛起的地缘政治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郑洛地区在文化社会发展

的长期进程中，并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一度落

后于周边地区，成为外来文化的逐鹿之地。然而，这

片土地孕育出了二里头青铜文明，并率先进入了早

期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的组成因素十分复杂，除

了本地土著文化因素，还汇集、融合了诸多外来文化

因素［66］。下面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郑洛地区崛

起的独特优势。

史前时期，郑洛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海岱地区和

长江中游三大地理-文化区的交汇区，即本文所谓的

“夹缝地带”，也被称为“漩涡地带”［67］，有学者也注意

到了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68］。这种特殊的地理-社

会文化环境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文化核心区

的边缘区域往往更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另一方

面，由于处于文化核心的边缘，受到主流文化影响和

束缚较小，边缘区域更容易产生文化变异和创新。

具体而言，仰韶时代早中期，郑洛地区与黄土高

原的仰韶文化关系十分紧密，深受后者影响，整体上

属于仰韶文化系统。从仰韶时代晚期开始直到龙山

时代早期，郑洛地区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

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大规模西进和屈家岭-石家河

文化的北上，带来了大量外来因素，使得本区域与典

型的仰韶文化差异逐渐增大［69］。龙山时代晚期，海

岱龙山文化再次西进，虽然强度、范围有所降低，仍

对郑洛地区造成了较大影响，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

较多海岱龙山文化因素，而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

原文化系统进一步分离。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郑

洛地区才最终摆脱了周围文化的影响，首次完成了

文化面貌的高度统一，并开始向外扩张，向西进入黄

土高原，向南到达江汉平原北部。由于处于几个文

化区的夹缝地带，一波波外来文化的进入改变了郑

洛地区的发展方向。

从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外来文化

大举进军郑洛地区，这使郑洛地区面临的压力剧

增。特别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

化，甚至向西影响到了晋南和陕东地区［70］，而西面的

黄土高原文化也向东到达洛阳盆地西部［71］。

大量外来人口长期连续涌入，严重挤压了郑洛

地区土著人群的生存空间，生存压力增大，人群之间

冲突不断，不同人群间既有联合又有竞争。仰韶文

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晚期，郑洛地区密集出现的城址

就是这种社会动荡的证据［72］。不同人群在中原汇

聚、竞争的现象可以称为史前时代的“逐鹿中原”。

为了应对外来冲击，郑洛地区不得不整合自身资源，

调整社会关系，形成了应对外来挑战的内在动力。

正如有学者指出，聚落群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了整

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造就了古国的聚落形态，随着

其壮大，并与周邻发生愈发频繁的关系，更高社会层

次的政治活动开启［73］。对外来挑战的应对，推动了

郑洛地区内部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最终促使中华

文明和国家首先出现。也就是说，二里头文明的出

现不是单纯基于本地文化社会的自我发展和长期积

累［74］，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孕育［75］。

这与红山-良渚文化的原生型发展模式［76］形成了鲜图五 距今38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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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比。

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77］为理解这种文明起

源模式提供了新视角。这一理论认为，文明的产生

和发展源于人类面对挑战时的应对行为。外来文化

的挑战和压力迫使郑洛地区不断整合自身资源，调

整内外部的社会关系，最终发展出了国家这一崭新

的社会组织。裴安平认为中原地区的崛起可能与大

汶口文化的西进有关，也强调了外来压力对区域文

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的影响［78］。韩建业也将中原地区

兴起，江汉地区衰落归因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

乐”［79］。与强调中原地区主动汇聚四周先进文化因

素的传统观点［80］不同，本文更强调郑洛地区在面对

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被动性和对外来挑战的应对，以

及包括土著文化在内的各个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激烈

竞争。苏秉琦的国家起源三模式［81］、陈良佐运用生

态学交汇带和边缘效应概念说明中原文化区的形成

过程［82］，也都为理解文明为何首先出现在郑洛地区

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六、结 语

通过梳理黄土高原、长江中游、黄河下游及中原

等区域自然环境、史前文化发展状况及区域间文化

互动格局，我们得以窥见中原地区是如何在多方文

化交汇的夹缝地带崛起，成为文化中心。

在自然环境和文化谱系上，狭义的中原地区不

是单一的区域。而只有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

自然环境相对单一，史前文化谱系较连续，文化面貌

相似度较高，应该就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初地理范

围。随着中原的崛起，中原文化区的地理范围也逐

渐扩大。

郑洛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

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

社会文化环境使得郑洛地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

响，除了土著人群，还有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及人

群。不同人群、文化在郑洛地区展开激烈角逐，共同

塑造了郑洛地区的文化特色，最终使其成长为一个

独立稳定的文化区。距今6000年前后，郑洛地区深

受西面黄土高原仰韶文化的影响，成为仰韶文化系

统的一部分。距今5000年前后，郑洛地区开始受到

南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

响，这两种文化的因素显著增多，逐渐偏离了仰韶文

化系统。距今4000年前后，郑洛地区再次受到海岱

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文

化系统彻底分离。距今3800年前后，郑洛地区出现

了二里头青铜文化，率先进入国家文明阶段，成为了

远超周围区域的文明高地，并向外辐射，影响四方。

此时，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也首次出现了文化

面貌高度统一的局面，标志着独立稳定的中原文化

区初步形成。伴随商王朝的强力向外扩张，商文化

分布范围空前扩大，开启了早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

程，中原中心的趋势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原文化区处于三大文化

区之间的夹缝地带，在外来文化的持续影响下，本区

域土著文化的独立性不显著，然而在与屈家岭-石家

河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及黄土高原的考古学文化

等文化的互动中逐渐摆脱周围文化系统的影响，最

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

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

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

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

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

力。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就是多元文化交融与

本土文化成长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过程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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